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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投入

何晓斌1，柳建坤1，张云亮2

( 1. 清华大学 社会科学学院，北京 100084;
2. 西南财经大学社会发展研究院，四川 成都 611130)

摘要:本文利用 2010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实证结果
表明: 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显著提升了当地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的可能性和投入水平，但这一政策效果仅存

在于企业主没有从政经历、处于低壁垒行业和处于东部地区的企业。进一步分析发现，缓解企业面临的资源
约束、减少政府干预以及改善企业主的主观感知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促进企业创新投入的机制。这启示相
关部门应加大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为民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投入创造良好的行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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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而企业

在创新活动中扮演着实践主体的角色。企业作为一种参与
市场竞争的经济组织首要面对的是市场环境，但也要面临

制度环境所施加的压力。制度环境包括正式法律系统、政
府、金融市场、人力资本市场等诸多要素［1］。国外学者主要
关注法律体系对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影响［2 －3］，而基于中

国情境下考察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文献主要关

注市场化水平的作用［4 －5］，但较少关注制度环境中的行政

环境要素可能产生的影响。事实上，与法律环境主要由立
法机构所塑造不同的是，政府作为一种行政机构主要承担

的是执法者的角色，因而掌握对关键性资源( 如土地、矿产、
信贷、进出口配额) 的再分配权力，这使得企业的生存和发
展深受政府行为的影响［6］。在中国，政府对关键资源的再
分配权力主要是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实现的，但该制度对市

场经济的抑制作用越来越明显，阻碍了市场化改革深入开

展。这一问题促使中国政府自 2001 年后实施了大规模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采取调整、取消和下放审批项目、
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等措施来增强政府的服务职

能。因此，作为一项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大制度创新，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为我们考察行政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决

策的关系提供了机会。鉴于此，本文尝试评估行政审批制
度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从而从行政环境的角度为

制度环境影响企业创新提供新的解释和证据。
行政环境施加的约束条件主要体现在资源获取、政府

干预以及企业家的主观感知三个方面。首先，进行技术创
新需要投入大量资源，因而外部资源市场的支持变得非常

重要，但这需要在市场具有效率和公平的前提下才能实

现。但在政府垄断关键资源的情况下往往出现资源错配
的问题，也即效率更高的民营企业由于受到制度歧视很难

获得资源，大量资源反而流向了效率不高的企业［7］。民
企为了缓解资源约束不得不与政府建立联系，但建立政治

关联所付出的成本对企业而言是很大的负担，比如允许政

府官员低成本地获取企业股份［8］，以及通过捐赠分担政

府的公共责任压力［9］。因此，随着民营企业面临的资源
约束强度越大，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资源越缺乏，而通过

建立政治关联来应对这一问题又会使企业付出更多的制

度性交易成本，从而阻碍企业对技术创新的投入。
其次，政府对民营企业的干预会增加企业被抽租的风

险。一些地方政府采取对民营企业进行各种名目的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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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增加财政收入［10］，并且强制企业捐赠来分担公共责任

压力。此外，政府官员私下向民营企业家索要好处［11］，或
者在视察企业过程中接受业务招待［12］。在民营企业的合
法权益无法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企业管理者更关注短

期利益，更倾向于做出一些短期导向的投资决策。刘放
等［13］发现，政府降低税负可以显著提高企业的创新投入，

并且税收激励在民营企业样本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干预
过强会降低企业对长期导向行为的关注度，因而做出创新

投入决策以及提升投入水平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
资源约束和政府干预是行政环境对企业施加的客观

约束条件，但民营企业家是对制度环境非常敏感的社会群

体，他们的主观感知可能会影响创新投入决策，一方面，投

资决策是人们基于自身的经验、情感、价值观对环境信息
进行加工后的结果［14］。人们对制度环境的感知不仅反映
了环境对个体产生的真实影响，也包含着个体对环境信息

的解读，因而其与行为决策的关系更加紧密。何轩等［15］

对 2010 年全国私营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企业家对制度
环境的消极感知会削弱他们的传承意愿，使得家族企业领

导权的代际传递面临阻碍，并且进一步降低对研发投入等

长期导向活动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对宏观
环境的积极感知还会以一种个体层面的高地位感知表现

出来。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高地位感知可以为个体提供心
理上的安全感，对外部环境的判断会趋向积极，进而促使

其采取风险更大的行为［16］。进一步来看，高地位感知的
人通常有较强的自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外部环境中

的风险，更关注一旦采取激进性行为所获得的收益而非损

失，因而做出这类行为的可能性更大［17］。Malmendier
等［18］发现，自信心更强的 CEO对自己创造回报的能力更
强，因而会做出更加激进的并购策略。此外，地位感知的
提升还可以大大削弱消极情绪。中国民营企业家在强约
束的制度环境中面临很大的心理压力，而在主观上对自身

地位的高认知可以使这种压力大大降低，从而做出风险性

更大的决策。马骏等［19］对 2010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
据的分析发现，企业家对自身地位的积极感知可以显著提

升企业创新投入水平。
基于上述理论思考，本文认为民营企业在良好的行政

环境中所受到的资源约束更小、遭受政府干预的风险更低
以及管理者本人的主观感知更积极，因而更可能对技术创

新进行投入。因此，在实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地区，当
地的行政环境在得到改善后可能会进一步通过以上渠道

激励民营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在经验层面，本文采用匹配
了行政审批中心信息的 2010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来
考察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机制。
本文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深化了

关于制度环境与企业创新投入关系的认识。与已有文献
主要关注整体的制度环境或具体的法律环境不同的是，本

文聚焦于制度环境中的行政环境要素，从而为企业创新投

入决策提供了新的制度解释。第二，丰富了评估行政审批
制度改革效果的文献。以往关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研

究侧重于总结和归纳改革的经验和教训［20］。也有一些文
献着重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

的影响，比如企业的市场进入率、出口贸易额、国内销售
额、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效率、企业价值等［21 － 22］，但对企业

创新投入的影响则鲜有提及。本研究为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与企业创新投入的关系提供经验证据，这对提高企业自

主创新能力和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

意义。第三，本文进一步从企业家的从政经历、企业所在
行业和地区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展示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这对切实提高政策设

计的科学性和政策效果的边际效益具有现实意义。

1 研究设计

1. 1 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研究使用的企业和企业家层面的数据来自 2010 年

全国私营企业调查(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该
课题组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
工商行政总局、中国民( 私) 营经济研究会联合组成。课
题组是在全国范围内按照 0. 05%左右的比例进行多阶段
抽样来确定私营企业样本，再通过当地的工商局和工商联

进入企业直接对其法人代表进行问卷调查。该调查覆盖
了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不含港澳台地区) 的不
同行业、规模和类型的私营企业，由此获得的数据在反映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情况上具有很好的代表性。2010 年的
调查共发放 4900 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 4610 份。需要说
明的是，在调查中大量企业的创新投入为 0，所以应使用
适用于截断数据的 Tob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但该模型容
易受异常值的影响。为了削弱自我报告的投资异常值的
影响，本文将创新投入最大的 5%数据进行缩尾［23］。在
进一步剔除了变量存在缺失值的样本后，最终得到一个由

2483 家民营企业构成的分析样本。
本文根据 CPES2010 调查中企业所在城市变量匹配

了行政审批中心以及其他的宏观经济社会变量。一方面，
企业所在城市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信息来自中山大

学徐现祥团队所整理的中国城市行政审批中心数据库。
另一方面，企业所在地的宏观变量主要包括城市人口规模

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数据来自 2010 年的《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
1. 2 变量说明
1. 2. 1 因变量
创新投入。参考现有研究的做法［24］，本文选取两个

指标测量企业的创新投入情况，分别是创新投入规模( 研

发投入总额) 和创新投入力度( 研发投入与销售收入之

比) 。
1. 2. 2 自变量
行政审批中心是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组织载体，是地

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审批事项的主要场所，它的设立标志着

当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参考已有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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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处理办法［6］，本文使用是否设立行政审批中心作为测

量指标，构建方法是: 如果企业所在的城市在 2010 年以前
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1. 2. 3 控制变量
本研究使用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家、企业和地区三个

层面。企业家层面的变量有: 企业家性别、年龄、学历、政
治面貌和政治关联。企业组织层面的变量有: 企业历史、
企业规模、企业绩效、家族涉入程度、决策权和行业类型。
地区层面的变量有: 所在地区、城市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均
GDP。表 1 详细报告了上述变量的构建方法。

表 1 变量操作化说明
Table 1 Definitions of variables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原始题项与编码方法

企业创新投入 Input
研发投入规模( Input_fee) : 企业在 2009 年的研发费用( 单位: 万元)
②研发投入力度( Input_rate) : 研发费用 /年销售收入

行政审批中心 Approval 企业所在地城市在 2010 年以及此前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企业家性别 Gender 企业主为男性赋值为 1，女性赋值为 0

企业家年龄 Age 问卷年份减去出生年份

企业家学历 Edu 企业主拥有高中( 中专) 及以下学历赋值为 0，大专及以上学历赋值为 1

政治面貌 Party 企业主为中共党员，则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政治关联 Linkage 企业主担任某一级的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企业历史 History 以问卷调查时间( 2010 年) 为基准，减去企业登记注册为民营企业的年份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在 2009 年雇佣的员工数，取自然对数纳入统计模型

企业绩效 Profit 企业在 2009 年的净利润 /2009 年的销售收入

家族涉入程度 Family 2009 年底企业主本人和其他家族成员的所有者权益占权益总额的比例

企业决策权 Decision
题项:“您企业的重大决策由谁作出?”
编码: 如果选择“主要出资人本人”视为由企业主本人决策，则赋值为 1; 如果选择“股东
会”“董事会”“高层管理会议”以及“其他”则视为非企业主本人决策，赋值为 0

行业类型 Industry
此次调查询问了企业在 2009 年主要从事的行业。提供的选项包括农林牧渔、采掘业、制造
业等 19 个行业。本文以“农林牧渔”为参照组( 赋值为 0) ，生成 18 个虚拟变量

地区 Area 设置一个三分类变量: 0 =东部，1 =中部，2 =西部

城市人口规模 Pop 企业所在城市 2009 年的年末人口数

城市人均 GDP Gdp 企业所在城市 2009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 3 模型设定
在本研究中，测量企业创新投入的三个指标都是一组

以 0 为最小值的截断数据，即因变量的许多值被压缩到
“0”这个点上。这样，因变量的概率分布就变成由一个离
散点与一个连续分布组成的混合分布，因而使用 OLS 方
法所估计出来的参数是有偏的。“删节回归”可以有效解
决由于因变量的取值受限而带来的上述问题，采用最大似

然估计方法的 Tobit 模型能够保证估计的一致性［25］。因
此，本文采用 Tobit模型进行统计分析。

2 数据分析结果

2. 1 描述性统计结果
图 1 展示了中国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历史趋势。

中国第一个行政审批中心于 1995 年在深圳市成立，此后
各地区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数量不断增加，在 2000—
2005 年间增长快速，尤其是在 2002 年的增长幅度最大，
当年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量达到了

75 个。截止到 2015 年，全国已经 331 个地级市及更多城

市建立了行政审批中心。由此可见，中国城市设立行政审
批中心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具有明显的异质性，这意味着行

政审批制度改革在各地区的推进程度和速度都存在很大

的差异，而由此对当地的制度环境的冲击可能会影响到民

营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决策和策略。

图 1 各地级市建立行政审批中心的时间分布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he years of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centers in the prefecture － level cities



第 7 期 何晓斌，柳建坤，张云亮: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与企业创新投入 ·43·

表 2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企业平均
研发投入为 92. 64 万元，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平均
为 1. 3%。截止到 2010 年，在受访企业所在的城市中，超
过半数已经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在所调查的民营企业
中，企业主大多为男性，平均年龄为 46 岁，超过六成的人
拥有大专及以上学历。拥有党员身份的企业家的比例约
为 30%，而担任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家的比例超
过 50%。在企业组织层面，企业创立的平均时间接近 10
年，雇佣员工数大约为 174 人，上年度的绩效水平超过
12%，企业所有权益主要由企业主本人及其家庭成员占
有，并且企业决策权掌握在企业主本人的企业超过半数。
企业所在城市的平均人口规模是 713 万，人均 GDP 达到
了 44 238 元。

表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 Mean S． D． Min Max N

Input_fee 92. 642 971. 396 0． 000 39 000． 000 2322

Input_rate 0. 013 0. 054 0． 000 0. 922 2320

Approval 0. 503 0. 500 0． 000 1． 000 2483

Gender 0. 866 0. 341 0． 000 1． 000 2483

Age 45. 948 8. 565 21． 000 93． 000 2483

Edu 0. 612 0. 487 0． 000 1． 000 2483

Party 0. 294 0. 456 0． 000 1． 000 2483

Linkage 0. 557 0. 497 0． 000 1． 000 2483

History 9. 920 4. 634 1． 000 22． 000 2483

Size 173. 508 482. 489 1． 000 8 000． 000 2483

Profit 0. 121 0. 165 0． 000 1． 000 2483

Family 83. 212 26. 956 0． 000 100． 000 2483

Decision 0. 527 0. 499 0． 000 1． 000 2483

Pop 714. 730 634. 379 20. 870 3275. 610 2350

Gdp 44 555. 940 38 502. 970 4 406. 352 333 000． 000 2350

2. 2 基准回归
表 3 报告了行政审批中心设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

响结果。模型 1 的因变量是企业创新投入规模。回归结
果显示，在控制了个体、组织以及地区层面的因素后，行政
审批中心变量的系数为 0. 445，且在 1%水平上高度显著，
这表明在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的企业在技术创新

上的投资规模更大。模型 2 的因变量是创新投入力度，行
政审批中心的系数为 0. 011，且在 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
在设立了行政审批中心的城市的企业在技术创新上的投

入力度更大。由此可以初步判断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民
营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激励作用。
企业创新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从企业家的个体

特征来看，企业主的学历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存在显著的

正相关关系，这与 Barker等［26］针对上市公司 CEO的研究
发现是一致的。拥有党员或在人大或政协任职的企业家，
其所在企业的创新投入规模和投入力度更大。企业家要

根据企业自身经营状况来制定创新投入决策［27］。本研究
也发现，企业的规模越大并且绩效水平越高，其在技术创

新上的投入越积极。

表 3 行政审批中心设立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
Table 3 Impact of establishment of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centers on innovation investment

变量
Input_fee Input_rate

模型 1 模型 2
Approval 0. 445＊＊＊ 0. 011＊＊

( 0. 160) ( 0. 005)
Gender 0. 175 － 0. 004

( 0. 227) ( 0. 007)
Age 0. 006 0. 001＊＊

( 0. 009) ( 0. 000)
Edu 0. 876＊＊＊ 0. 020＊＊＊

( 0. 165) ( 0. 005)
Party 0. 527＊＊＊ － 0. 005

( 0. 180) ( 0. 006)
linkage 0. 469＊＊＊ 0. 015＊＊＊

( 0. 162) ( 0. 005)
History 0. 022 0. 000

( 0. 017) ( 0. 001)
Size 0. 978＊＊＊ 0. 016＊＊＊

( 0. 066) ( 0. 002)
Profit 1. 386＊＊＊ 0. 099＊＊＊

( 0. 492) ( 0. 015)
Family 0. 003 0. 000

( 0. 003) ( 0. 000)
Decision － 0. 685＊＊＊ － 0. 015＊＊＊

( 0. 161) ( 0. 005)
Pop 0. 081 0. 005

( 0. 112) ( 0. 004)
Gdp 0. 325＊＊＊ 0. 006*

( 0. 111) ( 0. 004)
Industry Yes Yes
Area Yes Yes
－ cons － 9. 547＊＊＊ － 0. 266＊＊＊

( 1. 381) ( 0. 044)
N 2192 2190

LＲ Chi2 1 044. 430 437. 760
Prob ＞ chi2 0. 000 0. 000
pseudo Ｒ2 0. 157 － 1. 224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2. 3 稳健性检验
2. 3. 1 倾向值匹配
中国各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存在不小的差距，这

一因素可能会影响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度。这意
味着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可能存在样本自选择问题，导致前

面的估计结果有偏。对此，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 PSM) 构建反事实框架进行纠正，验证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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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作用。
表 4 报告了采用最近邻匹配和半径匹配计算的 PSM

分析结果。在以创新投入规模和创新投入力度作为因变
量的模型中，ATT 的取值在全部模型中都显著为正。因

此，表 4 与表 3 的结论是一致的，即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
解决样本选择偏差问题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

投入的正向作用仍是显著存在的。

表 4 倾向值匹配结果
Table 4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results

类型
Input_fee

ATT t值

Input_rate

ATT t值
最近邻元匹配( 1: 1) 0. 399＊＊＊ 3. 47 0. 006＊＊＊ 2. 69
最近邻元匹配( 1: 2) 0. 420＊＊＊ 4. 06 0. 005＊＊ 2. 33
最近邻元匹配( 1: 3) 0. 379＊＊＊ 3. 72 0. 005＊＊ 2. 11
半径匹配 0. 378＊＊＊ 4. 03 0. 003* 1. 68

注: ( 1)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 2 ) 最近邻匹配按 1 ∶ 1、1 ∶ 2、1 ∶ 3进行配比，半径匹配中半径设定为
0. 01; ( 3) 控制变量与表 3 相同。下同。

2. 3. 2 遗漏变量问题
遗漏变量偏误是内生性问题产生的来源之一。本文

通过增加一些关键变量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在
中国，城市在行政等级体系所处的位置代表着与中央政府

的联系程度，这会对其贯彻中央政府制定的大政方针产生

影响。某一城市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进程也与其行
政级别存在一定的联系，比如副省级城市与一般地级市在

落实省级政府下放行政审批事项方面存在很大差别［28］。
此外，一些实证研究在考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发展

的影响也考虑了城市行政级别的影响［29］。因此，企业创
新投入可能受到所在地城市的行政级别的影响。在本研
究中，城市行政级别( level) 是一个虚拟变量，编码方式为:
当企业所在城市是副省级城市或省会城市时，赋值为 1，
否则赋值为 0。
官员更替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市委书记和市长在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中扮演关键角色。已有研究表明，无论
是省级还是城市层面，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更替会导致换届

前后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治理行为发生显著变化［30］。本文
认为，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换届也可能会对企业创新投入产

生影响，所以需要在模型中纳入这一变量。为此，本文选
择了择城网和百度百科等网络资料，手工整理了市委书记

( Secretary) 和市长( Mayor) 在 2008—2009 年间的更替情
况，据此构建了关于两个官员更替变量，赋值方式均为: 企

业所在地城市的市委书记或市长在 2009 年发生换届，赋
值为 1，未换届赋值为 0。
表 5 和表 6 报告了控制上述变量后的模型估计结果。

可以看到，在分别控制了城市行政级别、市委书记换届和
市长换届的影响后，行政审批中心变量的系数在多数模型

中仍然显著为正，这与基准回归和处理了样本选择偏差后

的结果是一致的。因此，本文所得到的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可以促使民营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的结论是稳健的。

表 5 稳健性检验( 控制城市行政级别)
Table 5 The robustness analysis results ( based on the

administrative levels of the cities under control)

变量
Input_fee Input_rate

模型 1 模型 2
Approval 0. 450＊＊＊ 0. 011＊＊

( 0. 160) ( 0. 005)
level － 0. 264 － 0. 007

( 0. 206) ( 0. 007)
控制变量 Yes Yes
－ cons － 10. 223＊＊＊ － 0. 282＊＊＊

( 1. 482) ( 0. 047)
N 2192 2190

LＲ Chi2 1 046. 070 438. 770
Prob ＞ chi2 0. 000 0. 000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6 稳健性检验( 控制官员更替)
Table 6 The robustness analysis results
( based on the change of officials under control)

变量
Input_fee Input_rate

模型 1 模型 2
Approval 0. 572＊＊＊ 0. 008

( 0. 216) ( 0. 007)
Secretary － 0. 512 － 0. 010

( 0. 369) ( 0. 012)
Mayor 0. 045 － 0. 008

( 0. 280) ( 0. 009)
控制变量 Yes Yes
－ cons － 10. 635＊＊＊ － 0. 253＊＊＊

( 1. 642) ( 0. 054)
N 1313 1312

LＲ Chi2 637. 780 283. 880
Prob ＞ chi2 0. 000 0. 000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括号内为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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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异质性分析
2. 4. 1 区分企业家的从政经历
拥有政治关联可以帮助民营企业更容易获得由地方

政府控制的关键资源［31］。行政审批制度改革通过简政放
权，可以降低企业主动建立政治关联的可能性。这意味着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正向效应可能在没

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一观点在考察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的研究中得到了证

实［29］。需要指出的是，以往的研究大多从企业家的政治
身份( 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来定义政治关联的。事实
上，有相当大比例的民营企业家是曾由在政府部门任职的

干部转变而来，他们与政府存在着天然的政治联系构成了

一种先天政治关联，而企业主的政治身份是企业家在创办

企业后参与政治生活所建立的一种后天政治关联。已有
文献提供的证据表明，企业主的从政经历不但有助于提升

企业的经营绩效［32］，并且对企业产生的积极效果明显强

于政治身份的作用［33］。
本文认为企业主的从政经历比政治身份能更真实地

反映政治关联的亲密程度。我们根据企业家在开办企业
前从事的最后一个工作来识别其是否有从政经历，编码方

式如下: 如果企业家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或集体
企业中担任干部，就视其有从政经历，赋值为 1，否则赋值
为 0。表 7 报告了根据企业主是否有从政经历进行分样
本回归的结果，可以看到，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系数仅在

模型 1 和模型 3 中是显著为正的，但在其他两个模型不具
有统计显著性，这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仅仅对那些没有

从政经历的企业主进行创新投入有正向影响，而对有过从

政经历的企业主而言并没有激励其进行创新投入的效果。
这说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对于那些不具备政治经历的企

业主的创新行为的激励效果更好。

表 7 分样本检验结果( 区分从政经历)
Table 7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 based on their political experiences)

变量

Input_fee

无从政经历 有从政经历

模型 1 模型 2

Input_rate

无从政经历 有从政经历

模型 3 模型 4

Approval 0. 468＊＊ 0. 233 0. 009* 0. 001

( 0. 189) ( 0. 374) ( 0. 005) ( 0. 016)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 cons － 11. 066＊＊＊ － 5. 134 － 0. 226＊＊＊ － 0. 289＊＊

( 1. 659) ( 3. 248) ( 0. 042) ( 0. 139)

N 1434 434 1432 434

LＲ Chi2 733. 82 187. 64 328. 14 101. 88

Prob ＞ chi2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2. 4. 2 区分行业壁垒程度
进入垄断行业并获取高额利润对任何企业而言都是

重要的发展策略。在中国，政府掌握着通过行政审批制度
对企业进入某种行业进行控制，这使得民营企业往往采取

政治公关措施来突破行业壁垒［34］。本文参考罗党论和刘
晓龙［35］的做法，把归属于传统的国有垄断行业、资本密集
型行业和技术门槛高的行业归为高壁垒行业，赋值为 1;
将竞争较充分的行业归为低壁垒行业，赋值为 0。
表 8 报告了针对这两个子样本进行分组回归的结果。

可以看到，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系数仅在低壁垒行业样本

中具有正向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仅
对处于低行业壁垒的民营企业进行创新投入有正向影响。
我们针对这一结果提供了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高

行业壁垒所创造的高额利润往往会使企业“坐享其成”，
缺乏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生产成本进而提高绩效的激励;

第二，处于高壁垒行业的企业本身具有比较深厚的技术积

累，在研发方面的投入长期保持稳定，因而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对这些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的边际效益不大。但处于
低壁垒行业的企业为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非

常重视技术创新，而削弱政府审批权力会使市场竞争更加

激烈，从而会激励这类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提高投入

水平。
2. 4. 3 区分企业所在的地区
中国区域间的发展非常不均衡，各地区的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存在很大差别，这一情况可能会导致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存在地域性差异。对此，本文
将全部样本分为中西部和东部两个子样本进行回归分析。
表 9 的结果显示，行政审批中心设立的系数仅在东部地区
的样本中是显著为正，但在中西部的样本不具有统计显著

性，这表明行政审批中心设立对促进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

进行创新投入更有效果，但对相对不发达地区的影响并不

显著。本文推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效果之所以会出现
地域性差异，很可能与各地区的行政环境存在密切联系，

这将在下面的机制分析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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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分样本检验结果( 区分行业壁垒)
Table 8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of subsamples ( based on industry barriers)

变量

Input_fee

低行业壁垒 高行业壁垒

模型 1 模型 2

Input_rate

低行业壁垒 高行业壁垒

模型 3 模型 4
Approval 0. 573＊＊＊ － 0. 360 0. 011＊＊ － 0. 063

( 0. 164) ( 0. 633) ( 0. 005) ( 0. 114)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 cons － 10. 895＊＊＊ － 2. 946 － 0. 301＊＊＊ － 0. 512

( 1. 417) ( 5. 211) ( 0. 046) ( 0. 942)
N 1848 344 1846 344

LＲ Chi2 970. 98 67. 88 378. 00 52. 60
Prob ＞ chi2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1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9 分样本检验结果( 区分地区)
Table 9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of subsamples ( based on different areas)

变量

Input_fee

中西部 东部

模型 1 模型 2

Input_rate

中西部 东部

模型 3 模型 4
Approval 0. 178 0. 373* 0. 003 0. 012*

( 0. 256) ( 0. 199) ( 0. 007) ( 0. 007)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 cons － 1. 666 － 10. 970＊＊＊ － 0. 080 － 0. 312＊＊＊

( 2. 727) ( 1. 664) ( 0. 073) ( 0. 057)
N 853 1339 852 1338

LＲ Chi2 390. 51 685. 76 143. 26 314. 60
Prob ＞ chi2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0. 000 0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注:① 这 9 道问题分别是:①放宽市场准入;②缓解融资困难;③加大财税支持;④支持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⑤支持创业、创新;⑥完
善社会服务;⑦维护职工合法权益;⑧改进政府监管;⑨加强指导和政策协调。答案的编码方式为: 1 =作用显著，2 =作用不显著，
3 =没有作用。
② 限于文章篇幅，未展示主成分分析结果。

2. 5 作用机制分析
本文在理论分析部分提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可能是

通过改善行政环境来促使企业进行创新投入，具体是通过

缓解资源约束、减轻政府干预和改善企业主的主观感知来
实现的。本文对上述三个作用机制的操作化方法如下: 首
先，企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离不开信贷的支持，而融资约

束也是制约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关键因素［36］。据此，本
文关注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情况，并且以受访企业在
2007、2008 和 2009 这三年间所获得半年期以上银行贷款
总额( Loan) 作为测量指标。其次，对企业进行摊派是地
方政府侵犯民营企业私有产权的常用手段［10］。我们根据
受访企业所报告的 2009 年政府摊派金额作为政府干预的
测量指标( Apportion) 。最后，企业主的主观感知涉及宏观
和微观两个层面，前者是企业主对外部环境的整体感知，

后者是企业主对自身地位的感知。一方面，我们根据
CPES2010 向企业主询问的 9 道有关制度环境的问题①，

采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提取了一个公因子作为制度环境

感知的测量指标( Percep_ins) 。该变量的数值越大，表示
企业主对制度环境的感知越消极。另一方面，CPES2010
向企业主询问了他 /她对自己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的
评价，取值范围［1，10］，数值越大，表示地位感知越低。
我们使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将上述三个变量合成一个综

合性指标，以此来测量企业主对自身地位的整体感知
( Percep_sta) ②。表 10 报告了对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的回归
结果。可以看到，行政审批中心变量在模型 1 中的系数大
于 0，而在模型 2 ～模型 4 中的系数都小于 0，并且所有系
数都在 1%水平上高度显著。这表明企业所在地城市设
立行政审批制度可以显著提高企业获取银行贷款数量和

降低政府摊派金额，并且使企业主对制度环境的感知和对

自身地位的感知得到明显提升。由此可知，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确实可以明显改善当地的行政环境以及企业主的主

观感知。由于行政环境的改善和个体感知趋向积极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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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提升民营企业家的经营能力和信 心，所以可以促使其做出更加积极的创新投入决策。

表 10 作用机制的检验结果
Table 10 Mechanism test results

变量
Loan Apportion变量 Percep_ins Percep_sta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Approval 0. 489＊＊＊ － 0. 123＊＊ － 0. 234＊＊＊ － 0. 154＊＊＊

( 0. 154) ( 0. 055) ( 0. 047) ( 0. 04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 cons 0. 133 0. 274 － 0. 163 0. 795＊＊

( 1. 305) ( 0. 470) ( 0. 395) ( 0. 336)
N 1755 1482 2050 2271
Ｒ2 0. 398 0. 181 0. 066 0. 248

注: * 、＊＊、＊＊＊分别代表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3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 2010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考察了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获得

如下研究发现: ( 1) 城市设立行政审批中心可以显著提高
当地企业进行创新投入的可能性和投入水平，该结论在经

过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 ( 2) 设立行政审批中
心对企业创新投入的促进作用对于企业主没有从政经历、
处于低壁垒行业和处于东部地区的企业是更加显著的;

( 3) 从影响机制上看，行政审批中心的设立可以明显缓解
企业面临的资源约束和政府干预，并且改善企业主对制度

环境的感知和自身社会地位的感知，这为企业在技术创新

活动中积极投入创造了有利的主客观条件。
上述研究发现对有关部门提供的政策启示是: 应进一

步围绕行政管理体制创新来提升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

和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重点是加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

力度，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通过政府简政放权进一步

释放民营企业的发展潜力。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地区在
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放权不彻

底、已经下放的审批事项反弹、审批部门之间的配合度不
高等。因此，有关部门在推进改革时应将负面影响考虑进
来，提高政策设计的科学性和精准性，从而充分发挥改革

的正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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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wer of controlling and redistributing key economic and social resources mainly is maintained by the administra-
tive approval system in China．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the system on the market economy is apparent，which hinders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market － oriented reform． This problem has motivated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o carry out a large － scale reform of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since 2001． During the reform，local governments' service functions have improved significant-
ly by modifying，cancelling and delegating approval items，simplifying approval procedures，and shortening approval time． As an
important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o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market，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reform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and the innovation investment
decision － making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paper examines effec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reform on the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drawing on the data from the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Survey in 2010． It was foun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city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centers significantly facilitated the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This relationship remains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checks，including the analysis with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and adding more omitted vari-
ables． In addition，this effect was only presented in enterprises whose owners did not have government working experiences，and
in enterprises located in industries with lower entry barriers and in the eastern area of China． Further analyses revealed that relie-
ving the financial constraints，reducing government interventions，and improving the perceive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
cial status of owners were the mediating mechanisms that played between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vest-
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Therefore，this study suggests the related government departments further promote the administrative
reforms and create a good atmosphere for the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

The research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Firstly，this paper could deepen the understand-
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novation investment． Compared with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whi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overall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r certain elemen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uch as leg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that is another important elemen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nd provides a
new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for the process of decision － making on innovation investment; Secondly，this paper could enrich the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impact of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reform． Previous studies have mainly focused on summari-
zing the experiences and lessons of the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reform． While there were some literatures examining the im-
pact of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reform on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ctivities of enterprises，the impact on enter-
prise Innovation investment is rarely touched． This paper provides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d-
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reform and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vestment． Thirdly，by examining the different effects of the ad-
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reform on innovation investment based on entrepreneurs' political experiences，the level of industry
entry barrier and the region where enterprises are located，this paper shows that the effects of the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reform on the Innovation 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are not homogeneous，which ha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policy design and marginal benefits of policy making in China．
Key words: private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vestment; administrative environment;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reform


